
2024.5  青 少 年 导 刊

YOUTH STUDIES

【专题：数字技术与青年健康】

“技术-关系-健康”视角下的

互联网使用与青年世代健康

郭  未   马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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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技术赋能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组，“人媒互动”“人际互动”“偏好互动”的结构演化形成

了个体间差异化的健康结果。围绕“技术-关系-健康”的逻辑主线探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健康的影响契

合了时代价值和学术关怀的基本内涵。基于2017年 CGSS数据的系列计量因果推断方法的结果显示高频度

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健康存在“双刃剑效应”:在具备提高个体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客观生病住院

次数的“健康溢价”功能的同时，却导致青年群体BMI指数增长的“健康惩罚”。在路径机制方面，高频度互联

网使用通过社会网络、健康管理和网络诱导等途径影响青年世代健康，其中健康管理与网络诱导在部分路径

中也起到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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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与工作方式等31。那么，互联网所引致的技术社会化

及其带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变将如何影响个体

健康的转向?个体健康转向是趋好(即健康溢价)还是

趋坏(即健康惩罚)等是极具价值的研究问题。

在青年健康政策力度不断提升的政策背景下，

中国青年世代的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这一群体存

在肥胖超重、机能及耐力素质下降、心理压力和负面

情绪较高等特征叫，其住院率和就诊率也呈上升态

势?。 诸此，关注青年世代的健康，提升青年世代的

健康水平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和政策构建议题，也

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保障。作为新科技的

互联网正掀起现代社会生产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

性变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截止到

2023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6.4%,40岁以下

网民占网民总体的52.5%。涵盖即时通信、搜索引

擎、新闻、办公、娱乐、社交、公共服务(比如，网约车、

在线医疗等)等功能的互联网工具、平台内容及其使

用频率，深刻影响着青年世代的社会网络、生活状态

本文拟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

据，在多维度测度青年健康水平的基础上，采用系列

计量因果推断方法，探索互联网 使用对青年世代健

康各维度的影响及其路径机制。如此，本文一方面

揭示高频度互联网使用与青年世代健康间的逻辑因

果与实证因果；另一方面，证据为本的政策建议也为

政府未来的健康政策规划提供应然指向，在学术层

面助力“健康中国2030”的早日实现。

二、概念、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在健康领域，互联网通过重塑现代医疗服务和

管理模式，改造社交网络形态、手段和工具4,开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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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传播的新路径并提升知识传播效率[5]，丰富产品和

服务类型等诸多方式影响大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并造成城乡和年龄世代间的“数字鸿沟”。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与应用是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是技术

的社会文化过程。互联网技术赋能实现了社会关系

的重组，以“去中心化的平等关系”“参与化的互动关

系”“流动化的共享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时代现

代社会关系整合[6]，正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大众

身心健康结果的塑造。

1.人媒互动、多元整合与“数字健康”

互联网技术的“媒介赋能”，使得传统个体端和

健康服务端的单一联结模式向个体参与、多元整合

的“数字健康”演进[7]。“互联网+”时代的“资源整合”

与“万物互联”特征使得囊括信息健康技术、远程医

疗、远程保健和个体化医学等诸多内容在内的“数字

健康”成为可能[8]。“互联网+医疗”逐步发展出“互联

网+商业医疗保险”“互联网医疗+商业医疗保险”等

新形式、新业态，正不断丰富健康管理的内容和形

式[9]。如在心理健康领域，网络心理咨询平台提供诸

如线上咨询、线上预约线下咨询、心理测试、知识科

普等服务，使心理疾病的预防、干预和治疗多元化、

便利化[10]。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等工具手段，远程心

理服务突破线下心理咨询的“距离障碍”，以其有效

性、便利性和经济性在心理健康干预治疗中取得良

好的效果 [11]。诸此，“数字健康”实现了健康管理和

健康治理的有机整合，推动了健康管理水平和健康

治理效率的优化提升[12]。

“人媒互动”的关系转变及其引致的潜在“成本-
收益”刻画了个体健康参与的行动逻辑。作为理性

行动者，个体行动原则是最大程度获取潜在利益[13]。

Grossman的健康需求模型进一步细化“成本-收益”

的健康投资逻辑——健康是“消费品”和“投资品”两

者属性的整合，个体健康资本投资取决于潜在“成

本-收益”的权衡 [14]。一方面，“数字健康”提升健康

管理水平和健康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互联网+健
康”突破传统健康服务的时空约束，节省健康服务的

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进而提高个体健康投资的可

能[15]。诸此，互联网技术赋能使得个体深度参与“数

字健康”建设，互联网技术提升青年健康水平的“健

康溢价”能力得以显现。考虑到在当下，青年世代极

少存在不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本文将互联网使用区

分为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和低频度互联网使用，以区

分互联网介入青年世代生活的程度。基于此，本文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高频度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青年世代的

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健康水平，以及客观健康水平

(生病住院次数减少)，产生“健康溢价”效应。

2.人际互动、社会网络与健康支持

互联网的全球性、交互性以及自由性等特征影

响业已形成的社会网络规模、结构和社会资本的集

聚，而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之间呈现正向的强化关

系。互联网消解了社会交往的空间距离感，依托社

交媒体平台进行的“人-人”之间的高密度交流使得

已有的社会交往得到强化 [16]。与此同时，互联网提

高了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相似的个体在网络空间聚集

以及线下相识的可能性，这又相应扩展了个体已有

的社交网络[17]。

社会网络的内涵和外延式发展、侪辈群体更为

紧密的联系使得个体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社会资

本积累也变得更为深厚[18]。业已形成的社会支持及

社会资本对个体身心健康的裨益得到广泛证实 [19]。

“主效模式”认为不管人们身心处于何种状态，来自

外界的支持会对其身心健康起到裨益作用[20]。“缓冲

模式”则认为社会支持起到缓解压力进而影响健康

的调节作用 [21]。概而言之，互联网社会赋能带来的

社会网络延展化起到了叠加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的

作用，进而对身心健康产生“健康溢价”效应。

然而，社交互动的物理空间解构，“线上+线下”

的社会网络形态是否真的实现社会网络的延展，并

叠加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进而产生“健康溢价”效

应?理论学者的一项研究认为“个体化进程”解释了

当下社会的孤独自我现象，互联网交流扩展了“交友

数量”却约束了“交友品质”，线下交流的减少产生滋

生心理健康的负向效度 [22]。这种“线上交流”代替

“线下交流”，网络虚拟空间代替现实物理空间的交

流模式，使得互联网技术赋能下的社会关系呈现“在

场替代效应”，进而减少线下人际互动的可能[23]。这

直接抑制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并且对于本身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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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问题的个体来说负向效果更为明显[24]。网络

空间的“身体不在场”特性意味着网络社交是“身心

二元分离”与“自我统一性丧失”，是现实失落感的虚

拟空间自我陶醉[25]。这种在互联网中塑造的自我形

象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弱势自我与他人比较的落差

同样深刻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基于此，本文提出如

下竞争性研究假设。

假设 2a：在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的

主观健康、心理健康和客观健康(生病住院次数)的
“健康溢价”路径中，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社会交往)
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 2b：在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的

主观健康、心理健康和客观健康(生病住院次数)的
“健康溢价”路径中，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社会交往)
起到遮掩效应。

假设3：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心理健康

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产生“健康惩罚”。

假设 3a：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心理

健康的“健康惩罚”路径中，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社

会交往)起到中介效应。

3.偏好互动、信息共享与工作生活方式转向

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监控”与“算法锁定”通过

“强迫偏好”抑或“引诱偏好”途径，使得个体生活方

式发生转向。“远程办公”与“线上+线下”交叠的工作

模式使得个体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时间规训向时间管控转变。互联网时代的竞争

压力与“自我剥削”的社会性“内卷”追求，带来了“打

卡监控”“员工自我发展期望”与“自我价值”信号表

现引发的工作时间延长的直接加码与工作时间与休

息时间界限模糊的间接加码 [26]。诸此，青年世代的

高工作强度以及高自我要求使得休息时间大幅度减

少，而工作闲暇时间的减少会负面影响锻炼频率；同

时，快节奏的“快餐文化”与“久坐办公”的工作方式

导致的肥胖现象越来越普遍 [27]。此外，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打破了消费、社交、娱乐等活动的时间地点限

制，互联网的低进入门槛、高可及性以及多选择性大

大增加了当代人闲暇时间对互联网的使用频率。高

频互联网使用进一步挤占了锻炼时间，Zach与Lissit⁃
sa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大众体育锻炼

的时间及频率[28]。

再者，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通过用户“数字

痕迹”产生的消费诱导使得公众养成不良的生活饮

食习惯，这种不良生活饮食直接影响公众健康水

平[29]。网络诱导引发的紊乱的时间分配加剧了个体

肥胖的可能；同时，网络空间侪辈群体不健康行为

(比如吸烟、酗酒、非法使用药物等)的示范效应也会

诱导青年世代行为偏好，对青年世代身心健康产生

负面影响[30]。

然而，上述的因果链具备稳健性吗?实际上，基

于信息共享与健康认知的相关理论就提出了相悖的

见解——依托互联网传播方式的迅捷性、传播内容

的丰富性和易检索性，知识扩散的“乘数效应”得到

放大[31]。健康信息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交互扩散并极

大便利了个体健康信息检索行为。随着“人工智能”

的发展与搜索引擎的优化，权威健康网站、健康专业

人士和权威健康社交媒体平台的活跃以及个人健康

素养的提高 [32]，互联网健康信息服务功能不断得以

完善。而基于网络检索的健康信息重塑个体健康认

知，并对个体健康起到积极作用[33]。如此，自我健康

认知能力以及自我健康管理水平的提高，势必对个

体抵制游戏沉迷、网络“消费诱导”、熬夜等紊乱时间

安排起到积极作用，并因此裨益个体健康。

此外，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势必使得个体更加

注重自我健康管理，并增加个体参与健康险的可

能 [34]。在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广泛普及的情况下，商

业医疗保险成为个体重视自我健康管理的重要体

现。与此同时，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体育健康信息扩

散(如运动类App)、体育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对话也增

加了个体参加体育锻炼的可能性 [35]，而体育锻炼的

健康效应业已得到广泛证实 [36]。然而，相似于前述

对互联网社会关系“在场替代效应”的论述，线下社

交活动的减少，社会网络规模的减小等也会进而抑

制个体的体育参与 [3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

性研究假设。

假设4：高频度互联网使用造成青年世代超重肥

胖的健康危机，存在“健康惩罚”效应。

假设 5a：在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的健

康影响中，网络诱导(信息诱导、游戏娱乐)、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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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医疗保险、体育锻炼)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 5b：在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的健

康影响中，网络诱导(信息诱导、游戏娱乐)、健康管理

(商业医疗保险、体育锻炼)起到遮掩效应。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策略

1.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CGSS2017涵盖了中国 28个省

居民社会人口属性、生活方式、健康等各维度信息，

共收集到12584份有效问卷。参考已有研究[38]，本文

将青年世代的年龄上限设置在 44岁。同时考虑到

CGSS2017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我们将青年年龄下

限设置为 18岁，最终，我们得到 4454份有效样本。

此外，本文也匹配了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部分

宏观数据。

2.变量处理

(1)被解释变量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指标权衡，本文从主观健康、

客观健康和心理健康三个维度测度青年世代的健康

水平，从而尽可能规避主观健康的情绪干扰和单一

指标的片面性。

主观健康(自评健康)使用CGSS2017中“您觉得

您目前的身体状况是?”问题进行测度，该问题的答

案分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

健康”。本文将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记为1，很不

健康和比较不健康记为 0。客观健康以BMI指数和

生病住院次数测度，前者根据受访者的身高和体重

计算得出，指数越高反映出潜在超重肥胖风险越大；

后者使用CGSS2017中“请问在过去的 12个月里，您

由于生病或受伤住过几次院?”问题进行测度，次数

越多，表明身体健康危机越严重。为避免极端值的

影响，本文将年生病住院次数在10次以上的处理为

缺失值(占样本总数的 0.09％)。心理健康测量分为

孤独倾向和抑郁倾向。孤独倾向使用CGSS2017中

“在过去 4周里，您多久会有一次这样的感受?(1.感
觉缺少陪伴；2.感觉被其他人孤立；3.感觉被冷落

了)”问题进行测度，从“从不”到“很频繁”(采用 1～5
分制)，本文对上述问题得分进行加总，分数越高，表

明孤独感越强。抑郁倾向使用CGSS2017中“在过去

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
问题进行测度，从“总是”到“从不”(采用1～5分制)，
分数越高，表明抑郁倾向越不明显，心理健康状况良

好。本文将“从不”和“很少”记为 0，表示心理健康；

将“有时、总是和经常”记为1，表示心理不健康。

考虑到青年世代健康各维度指标可能存在潜在

的高度相关问题，本文测度了青年世代健康各维度

指标的相关性。青年世代健康各维度指标呈现微弱

的相关关系，仅孤独倾向和抑郁倾向相关系数稍高，

但也仅在 0.3水平(篇幅所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

系作者获取指标相关性的统计结果表)。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本文使用

CGSS2017中“过去一年，您对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
的使用情况”问题进行测度，将“经常”和“非常频繁”

记为 1，表示高频度使用互联网，将“从不、很少和有

时”记为0，表示低频度使用互联网。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包括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社会交往)、
健康管理(商业医疗保险、体育锻炼)、网络诱导(游戏

娱乐、信息诱导)。社会支持使用CGSS2017中“综合

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

于”问题进行测度，从“上层到下层 (采用 1～5 分

制)”。本文在此进行倒置处理，从下层到上层，数值

越大表明社会地位越高。“地位限制理论”认为个体

社会地位制约个体社会网络形态，高社会经济地位

意味着社会网络的扩大化与深厚化，社会资源因此

更多、有效社会支持会更强[39](受限于CGSS2017缺乏

对社会支持的有效测度，本文使用个体社会地位作

为社会支持的代理变量，并从理论上阐述其合法

性)。社会交往使用 CGSS2017中“请问您与其他朋

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

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问题进行测度，从“几乎

每天”到“从不”(采用1～7分制)，本文在此进行倒置

处理，从“从不”到“几乎每天”，数值越大，表明社会

交往越频繁。商业医疗保险使用CGSS2017中“您目

前是否参加了商业性医疗保险”问题进行测度，本文

处理为二分变量，0表示“没有参加”，1表示“参加”。

体育锻炼使用CGSS2017中“在过去的 12个月里，您

·· 6



2024.5 青少年导刊

YOUTH STUDIES

在通常情况下，进行时间达到30分钟，且会让您出汗

的体育锻炼活动每周有几次?”问题进行测度，并将

极端值处理为缺失值。游戏娱乐使用CGSS2017中

“在过去的一年里，您因为游戏娱乐(如：游戏、音乐、

视频等)而上网的频繁程度是?”问题进行测度，从“从

不”到“总是”(采用1～5分制)，分数越高，表明因为游

戏娱乐上网的程度越频繁。信息诱导使用CGSS2017
中“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在通常情况下，每天大约

花多少时间通过电脑上网或通过各种微信、微博等

各类手机应用阅读资讯和文章?”问题进行测度，花

费时间越多，则被各类信息咨询诱惑的可能性越高。

(4)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包括“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上网”。

“互联网普及率”使用受访者所在省份的互联网普及

率(在数据可得情况下匹配地市数据、县区数据甚至

社区数据将会是更好的选择，但是CGSS2017仅提供

受访者所在省份的 ID)。“家人上网”使用CGSS2017中
“在最近半年，您家里其他的人上过网吗，包括使用电

脑、手机、智能穿戴等各种设备上网?”问题进行测度，

处理为二分变量，0表示“没上过”，1表示“上过”。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

度、医疗保险、民族、宗教信仰、收入等变量。各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统计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青年世代的健康)存在二分变量

和连续变量两种形式。对于青年健康测量维度中的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4454)

变量

被解释变量

主观健康

抑郁倾向

孤独倾向

BMI指数

生病住院次数

核心解释变量

高频度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婚姻

民族

受教育程度

收入(取对数)

类别/指标

0
1
0
1
-
-
-

0
1

女

男

-
未婚

已婚

汉族

少数民族

未接受教育

小学和私塾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

大学专科、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

平均值/百分比

5.84％
94.16％
67.36％
32.64％
12.749
22.286
0.153

18.76％
81.24％

53.30％
46.70％
32.359
26.65％
73.35％
91.83％
8.17％
2.81％
10.54％
26.39％
21.22％
35.74％
3.30％
8.562

标准差

0.439

0.469
2.263
3.774
0.570

0.390

0.499
7.429
0.442

0.274

1.187

4.184

最小值

0

0
3

8.651
0

0

0
18
0

0

0

0

最大值

1

1
15

44.995
10

1

1
44
1

1

5

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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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变量，采用Probit模型来进行基准回归；对于青

年世代健康测量维度中的连续变量，采用OLS模型

进行基准回归(均采用稳健标准误形式)。在探究高

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的健康路径中可能存

在的中介机制时，本文使用社会网络(社会地位、社

会交往)、健康管理(商业医疗保险、体育锻炼)、网络

诱导(游戏娱乐、信息诱导)作为中介变量。考虑到本

文存在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两种形式，中介效应

KHB在这方面具备优势。

基于“技术-关系-健康”的逻辑主线，本文梳理

了互联网使用与青年世代健康之间的逻辑因果链，

但是在实证因果之维，两者间的关系依旧会因为潜

在的内生性问题而造成估计偏误。其一，在互联网

使用与青年世代健康的关系机制中，个体互联网使用

频度可能受到家庭的决策影响(这种影响在青年世代

的年轻群体中尤为明显)，这使得个体互联网使用与

家庭情况相关联，进而造成遗漏变量偏误。其二，互

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健康可能互为因果。例如，研

究发现健康状况同样会影响个体对于互联网的使

用 [40]，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会更倾向于更多地使用

互联网。其三，个体的互联网使用无论是他者决定

层面还是自我影响因素层面，都意味着个体使用互

变量

宗教信仰

中介变量

社会支持

社会交往

体育锻炼(次/周)

游戏娱乐

商业医疗保险

信息诱导(分钟/天)
工具变量

互联网普及率

家人是否上网

类别/指标

0
1
否

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从来不

一年1次或更少

一年几次

大约一个月1次
一个月几次

一周1～2次
几乎每天

-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总是

0
1
-

-
0
1

平均值/百分比

91.27％
8.73％
96.76

19.51％
37.76％
37.80％
4.83％
0.09％
5.22％
6.61％
16.84％
11.42％
32.06％
22.48％
5.37％
1.859
3.51％
11.37％
24.11％
45.28％
15.74％
80.86％
19.14％
118.839

56.96％
7.60％
92.40％

标准差

0.282

0.834

1.152

2.403

0.998

0.393
121.562

12.545
0.265

最小值

0

1

1

0

1

0
0

39.92％
0

最大值

1

5

6

10

5

1
840

77.81％
1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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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以及使用的频度不是随机的，这种随机性假定

的违背会造成统计意义上的自选择问题。

对于遗漏变量、互为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本文使

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修正(2SLS和 IV-Probit)，包括：省

级层面“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是否上网”。工具变

量选取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一方面，互

联网普及率越高，互联网基础设施越完备，这种互联

网基础设施的覆盖广泛化和使用设施便利化正向强

化了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同时，互联网普及率越

高，信息技术的同伴效应就会越强，个人高频度使用

互联网的可能性就越大，两者存在相关性。另一方

面，省级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几乎不受个体因素影

响，这在理论上满足外生性假设。逻辑而言，若家人

上网，那么个人上网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但是家人

上网很难对个体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这也在理论上

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假设(本文在工具变量回归中

采用了严格的工具变量内生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

从统计上表明了“互联网普及率”以及“家人上网”是

合理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存在局

限性，为了应对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并

测度出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引致的个体健康差异的平

均处理效应，本文进一步使用内生转换模型估计高

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的健康效应。

四、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 CGSS2017数据，首先采用系列基准

回归验证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健康的直

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工具变量法和内生转

换模型应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测度互联网影

响青年世代健康的平均处理效应。接着，基于理

论逻辑验证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健康可能的

路径机制。

1.高频度互联网使用与青年世代的健康

本文首先进行OLS稳健回归，在此基础上使用

IV-Probit 和 2SLS 模型应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下页表 2的工具变量内生检验、弱工具变量检

验、第一阶段F值和P值均证明所选工具变量的适当

性以及工具变量法的合理性。进一步对可能存在的

遗漏变量造成估计偏误进行检验[41]。Oster检验适用

于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情况，本文在此将分类变量作

为连续变量处理。通过遗漏变量检验，有一半检验

结果证明存在不可观测变量造成的遗漏变量偏误

(P<0.1)，同样证实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具备合

理性(篇幅所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遗

漏变量检验的统计结果表)。
由模型1可知，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在1％的显著

性水平下对主观健康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假设1对应

成立。由模型2可知，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

理后，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内

生检验拒绝了高频度互联网使用的外生假设。此

时，高频度互联网使用仍在1％显著性水平下对主观

健康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结论仍成立。由模型3可
知，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对抑郁倾向具有抑制作用，但

是这种作用是不显著的，假设1对应并未得到印证。

在模型 4中使用 IV-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此时高频

度使用互联网在10％显著性水平下对抑郁倾向起到

抑制作用，假设 1对应成立，假设 3不成立。高频度

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抑制青年世代的抑郁倾向。由模

型5可知，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对孤独倾向具备抑制作

用，但是这种作用是不显著的。在使用 IV-Probit模
型进行估计的模型6中我们发现，高频度互联网使用

在5％显著性水平下对孤独倾向起到抑制作用，假设

1对应成立，假设3不成立。高频度使用互联网能显

著抑制青年世代的孤独倾向。整体而言，互联网使

用对青年世代的心理健康起到显著促进的“健康溢

价”效应而非“健康惩罚”效应。

本文进一步分析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对客观健康

的影响。IV-Probit模型和2SLS估计结果显示，高频

度互联网使用在 1％显著性水平上对BMI指数起到

显著促进作用。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加重青年BMI指
数上升的健康危机，造成潜在肥胖超重的“健康惩

罚”，假设4成立。从生病住院次数来看，高频度互联

网使用在 1％显著性水平上对生病住院次数起到抑

制作用，平均而言(控制其他变量不变)高频度使用互

联网群体要比低频度使用互联网群体每年住院次数

少0.7次，假设1对应部分成立。与互联网使用对主

观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同向性结论不同，互联网对客

观健康两个维度的影响相互对立：即在减少生病住

院次数的同时，造成 BMI指数增长的“健康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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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文献及理论逻辑，本文认为两者影响路径

机制存在差异，前者是网络诱导(游戏诱惑和信息诱

导)之维，后者则是社会网络与健康管理(体育锻炼)
之维。在后文的路径机制检验部分，本文将对这一

看似相悖的结论做进一步说明。

2.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健康的平均

处理效应

由表3可知，高频度使用互联网和低频度使用互

联网的青年世代在自评健康、心理健康(抑郁倾向)、
心理健康(孤独倾向)、BMI指数和生病住院次数方面

都具备显著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均值的差异未考虑

控制其他变量，为了应对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导

致偏误，本文使用内生转换模型进一步测度青年世

代健康的平均处理效度。

由内生转换模型的结果可知(由于篇幅所限，本

文在此未提供内生转换模型的图表结果)，各内生转

换模型的ρ1均显著，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和方程独立

性检验均至少在 10％水平下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

择偏差，采用ESP和ERP模型是合理的。进一步，我

们测度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健康的平均

处理效应。考虑到结果的政策意义，本文仅展示处

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由表 4可知，对于高频度使用互联网的青年来

说，相对于这些青年低频度使用互联网(反事实)，其
主观健康概率增加 16.9％；对于高频度使用互联网

的青年来说，相对于这些青年低频度使用互联网(反

表2 互联网影响青年健康多维度效应

模型1
自评健康

Probit
高频度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截距

N
(伪)R2

弱工具变量检验(Wald)

内生性检验(Wald)

杜宾-吴-豪斯曼稳健
(DWH)内生性检验

第一阶段F值、P值

0.240***
(0.084)
已控制

2.167***
(0.528)
4024
0.113

-

-

-

-

模型2

IV_Probit
1.273***
(0.387)
已控制

1.526***
(0.568)
3993

chi2(1)=
10.82

P=0.001
chi2(1)=
8.73

P=0.003
-

93.55
P=0.000

模型3
抑郁倾向

Probit
-0.048
(0.060)
已控制

-1.700***
(0.487)
4021
0.017

-

-

-

-

模型4

IV_Probit
-0.720*
(0.368)
已控制

-1.511***
(0.512)
3991

chi2(1)=
3.83

P=0.050
chi2(1)=
3.49

P=0.062
-

100.59
P=0.000

模型5
孤独倾向

OLS
-0.251
(0.188)
已控制

-15.187***
(1.377)
1375
0.035

-

-

-

-

模型6

2SLS
-2.614**
(1.094)
已控制

-14.130***
(1.593)
1375

-

-
chi2(1)=
5.382

P=0.021
33.37

P=0.000

模型7
BMI指数

OLS
0.393**
(0.169)
已控制

16.684***
(1.357)
3946
0.104

-

-

-

-

模型8

2SLS
2.695***
(0.932)
已控制

16.002***
(1.412)
3917

-

-
chi2(1)=
6.490

P=0.011
70.68

P=0.000

模型9
生病住院次数

OLS
-0.126*
(0.077)
已控制

0.189
(0.617)
4014
0.026

-

-

-

-

模型10

2SLS
-0.723***
(0.280)
已控制

0.808***
(0.239)
4014

-

-
chi2(1)=
7.311

P=0.007
95.47

P=0.0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3 比较视野下高频度使用互联网群体和低频度使用互联网群体健康差异

变量

自评健康

抑郁倾向

孤独倾向

BMI指数

生病住院次数

高频度使用互联网(3533)
0.960
0.314
5.186
0.420
0.134

低频度使用互联网(811)
0.863
0.381
5.580
0.147
0.234

T检验

-11.800***
3.684***
2.635**
2.859**
4.589***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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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其抑郁倾向下降36.1％；对于高频度使用互联

网的青年来说，相对于这些青年低频度使用互联网

(反事实)，其孤独倾向下降 11.6％；对于高频度使用

互联网的青年来说，相对于这些青年低频度使用互

联网(反事实)，其BMI指数上升1.7％。

3.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健康的机制

分析

由表 5可知，在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健

康(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抑郁倾向、孤独倾向)路径

中，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社会交往)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依次占比 18.48％、60.64％、18.21％，假设

2a成立，假设 2b不成立，假设 3a不成立。这印证了

前述的理论逻辑，互联网技术使得人们形成“线上+
线下”交叠的社会网络形态。社会交往的空间距离

瓦解使得个体社会网络延展，这种强化的社会网络

对青年世代的主观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起到裨益

作用。但是对于客观生病住院次数，社会支持中介

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9.27％，社会交往的中介效

应则不存在。因此，对于客观身体疾病而言，更为

重要的是社会网络背后的社会资源支持，即有效的

社会网络。

对健康管理的中介效应机制进行检验后发现，

体育锻炼仅对心理健康(抑郁倾向、孤独倾向)和自评

健康起到显著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比9.61％、

9.74％、9.51％。但是在其他路径中则不存在显著中

介效应，假设 5a得到部分成立，假设 5b不成立。此

外可以看出，对于当下青年世代而言，互联网所引致

的体育锻炼的“增强免疫力效应”(减少生病住院次

数)和“减脂减重效应”(BMI指数下降)并未得到证

实。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的使用虽然提高了健康

素养，增强了体育锻炼意识，但是占用了体育锻炼时

间，所以并未通过体育锻炼对青年世代产生显著的

表4 内生转换模型：主观和心理健康测度

主观健康

抑郁倾向

孤独倾向

BMI指数

ATT
0.169***
-0.361***
-0.432**
0.367***

标准误

0.002
0.002
0.025
0.028

t值
93.262

-2.1e+02
17.311
12.898

变化(％)

11.6％
1.7％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2)变化幅度(％)=[(处理组-对照组)/对照组]*100％，为了格式统一，
统一处理成百分比形式。

表5 互联网影响健康的中介机制检验

高频度互联网使用→
自评健康

高频度互联网使用→
抑郁倾向

高频度互联网使用→
孤独倾向

高频度互联网使用→
BMI指数

高频度互联网使用→
生病住院次数

总效应

0.241***
(0.089)
-0.068
(0.063)
-0.285
(0.182)
0.755**
(0.338)
(0.124)
-0.040*
(0.026)

直接效应

0.174*
(0.091)
-0.020
(0.064)
-0.205
(0.184)
0.574*
(0.346)
(0.127)
-0.034
(0.026)

中介效应

0.068***
(0.018)

-0.048***
(0.011)

-0.080***
(0.034)
0.181**
0.077
(0.028)

-0.006***
(0.003)

中介效应占
比—全部

27.99％
-

70.25％
-

27.95％
-

24.00％
-
-

15.64％
-

社会网络

中介效应
占比—社
会支持

4.76％
-

31.56％
-

5.48％
-
-
-
-

9.27％
-

中介效应
占比—社
会交往

13.72％
-

29.08％
-

12.73％
-
-
-
-
-
-

健康管理

中介效应
占比—体
育锻炼

9.51％
-

9.61％
-

9.74％
-
-
-
-
-
-

中介效应占
比—商业医

疗保险

-
-
-
-
-
-
-
-
-

6.37％
-

网络诱导

中介效应
占比—游
戏娱乐

-
-
-
-
-
-

15.79％
-
-
-
-

中介效应
占比—信
息诱导

-
-
-
-
-
-

8.21％
-
-
-
-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2)中介机制检验中，所选取的中介变量中介占比
过小或未得到统计意义上的验证，均未在结果中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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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溢价”。商业医疗保险仅在互联网使用影响生

病住院次数路径中起到显著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

比 6.37％。假设 5a得到部分成立，假设 5b不成立。

对网络诱导的中介效应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游戏娱

乐对BMI指数增长起显著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

15.79％。信息诱导对 BMI指数增长起显著中介作

用，中介效应占比8.21％。假设5a部分得到成立，假

设5b不成立。可见，随着青年世代生活方式的嬗变，

网络沉迷、网络信息诱导深刻影响当代青年的自我

健康管理和健康水平。

对前文述及的互联网使用对客观健康两个维

度——生病住院次数和BMI指数看似相悖的影响做

进一步阐述。我们可以发现，高频度互联网使用主

要通过社会网络维度下的社会支持和健康管理维度

下的商业医疗保险来减少生病住院次数，而高频度

互联网使用增加个体BMI指数主要通过网络诱导(游
戏娱乐、信息诱导)的途径。这种不同的路径机制对

互联网使用影响客观健康的异质性做了合理性背

书。对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世代各维度健康的遮掩

效应做系统性检验后，我们发现，网络诱导之维的信

息诱导遮蔽了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对客观健康(生病

住院次数)和心理健康(孤独倾向)的“健康溢价”效

度。网络诱导之维的游戏娱乐遮蔽了高频度互联网

使用对心理健康(抑郁倾向)的“健康溢价”效度。健

康管理之维的商业医疗保险遮蔽了高频度互联网使

用造成BMI指数上升的“健康惩罚”效度，假设 2b和
5b得到部分成立。诸此，可以看出，网络诱导不仅直

接造成BMI指数上升的“健康惩罚”，也遮蔽了高频

度互联网使用对心理健康和客观健康(生病住院次

数)的“健康溢价”。

五、结论与讨论

物理空间与虚拟网络空间有机整合的“互联

网+健康”服务管理模式，形成当下世代“人媒互动”

的新形势。而“线上+线下”交叠的社会网络形态则

刻画了“人际互动”模式下社会交往、社会支持影响

个体健康的路径逻辑。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监

控”与“算法锁定”通过“强迫偏好”抑或“引诱偏好”

途径使得个体工作生活发生转向，“偏好互动”模式

下劳动时间的延展与网络诱导，刺激青年世代潜在

的肥胖超重风险。我们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

“健康溢价”效应主要体现在主观健康、心理健康以

及客观健康维度下的生病住院次数，而互联网的

“健康惩罚”效应则主要体现在 BMI指数增长。平

均而言，高频度使用互联网的青年群体，相对于这

同一群体低频度使用互联网(反事实)，其互联网使

用使得个体主观健康概率提升 16.9％，抑郁倾向概

率下降 36.1％，孤独倾向水平下降 11.6％，BMI指数

水平上升1.7％。

互联网使用以不同的路径机制影响了个体健康

水平，而不同路径机制间也呈现复杂交叠的正逆效

应。健康管理之维的体育锻炼和社会网络(社会支

持、社会交往)在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健康、心理健

康(抑郁倾向、孤独倾向)路径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

对于客观健康而言，健康管理之维的商业医疗保险

和社会网络之维的社会支持对客观生病住院次数

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网络诱导(游戏娱乐、信息诱

导)对BMI指数增长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基

于遮掩效应的系统性检验发现，整体而言，网络诱

导遮蔽了互联网使用对心理健康(抑郁倾向、孤独倾

向)的“健康溢价”效度。健康管理之维的商业医疗

保险遮蔽了互联网使用造成BMI指数增长的“健康

惩罚”效度。进一步地，影响青年健康各因素存在

变与不变的特征。基于随机森林的测度结果，我们

发现，无论对于主观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传统的资

本因素(收入、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仍是最重要的影

响因素。但是，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健康预测的

重要性突出，尤其对于心理健康，高频度互联网使

用对青年世代健康预测的重要性仅次于收入，这揭

示了当下持续开展“互联网与健康”议题研究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从理论与政策维度而言，“技术-关系-健康”的

逻辑系统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重组、整合和互动，其

在“人媒互动”“人际互动”以及“偏好互动”中体现着

社会关系互动的复杂交叠性。当互联网正以直接或

间接的方式影响和操纵个人的情感、行为和习惯时，

个体如何在扑朔迷离之中找到“自我”?如我们研究

所发现，网络诱导不仅直接导致BMI指数增长的“健

康惩罚”，同时也遮蔽了互联网的心理健康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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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溢价”效度。那么，应如何发挥互联网知识共

享与提升健康认知的“溢价”能力?技术社会化的过

程对网络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深度参与网络时

代的关系互动中，青年世代只有保持自我独立性、克

制性和辨别能力，在“技术-关系-健康”之间寻求一

种动态平衡，方能实现自我的健康发展。而对于政

府来说，“技术-关系-健康”动态平衡需要其全方位

的治理参与。首先，政府需要在技术端充当建设角

色，着力开拓“互联网+大健康”新内容、新形势，依托

互联网技术提高公众健康投资效率，节约健康投资

成本，放大互联网“健康溢价”效度等重要政策建构；

其次，政府需要在社会端充当治理角色，推动网络生

态的整治、净化，建立高效和科学的监管体系，遏制

网络诱导的“健康惩罚”。

本文也存在如下不足：其一，工具变量的匹配仅

使用省级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这可能导致“同伴

效应”不突出，并影响测度的准确性。其二，考虑到

工具变量法中工具变量选取难以尽善尽美，尽管基

于逻辑和统计意义上的检验证明工具变量的合理

性，但潜在的交互(互为因果)问题仍亟待进一步研

究补充。尽管有如上局限，我们仍相信本文是对青

年世代健康多维度测度和影响路径机制探索的合

理尝试，也是对“技术-社会-健康”逻辑分析范式下

人口健康研究的有益补充，能为后续研究奠定一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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